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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第二符号学，也称电影精神分析学，以麦茨
1975年发表的《想象的能指》为标志，对“电影机器与
主体同一性”核心问题进行探讨，研究观众与电影系
统的问题、观众与电影的观看关系、使电影获得意义
的观看关系的深层心理结构，以及观众建构文本的
意义等。新媒体时期对电影观众主体的分析离不开
精神分析的视野，对当下电影观众进行电影第二符
号学的研究，不仅是对经典理论的重新实践和校验，
也是对当代电影观众精神图式的观照和对当代社会
的想象。

一、辩证增补：新媒体语境下的电影第二符号学

电影第二符号学把观众作为研究主体，主要从
镜像认同和观影欲望两个方面对观众的观影心理进
行研究。纵观电影经典理论发展，从巴赞“现实摹
写”“语言类比”到“梦境类比”，研究从客观世界向主
观世界深入的发展方向，与当代工业技术、信息技术
背景下人类在自然、社会环境中主体能力的凸显不
谋而合。

（一）电影第二符号学的视域演变
在经典电影理论阶段，即 1895年至 20世纪 30

年代的电影本体论阶段，20世纪 30年代至 60年代
的电影方法论阶段，均内蕴着电影第二符号学的吉
光片羽。卡努杜、德吕克、慕西纳克、巴拉兹、明斯
特伯格、爱因汉姆以及苏联蒙太奇学派等早期实践
重点总结“电影之内”的存在合理性，比如蒙太奇、
长镜头、景深、色彩等展开实用主义性、技术性的研
究，使电影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逐渐被确立。他们
在探索电影艺术本质和电影本体的过程中，经验主
义、自然主义式的研究也必然关注到技术与心理之

间的关系，并初步确认了观众在场的先验性以及观
众心理的功能作用，电影的心理学特质已被初步认
识和阐明。维尔托夫、巴赞、阿斯特吕克、克拉考
尔、米特里等电影理论框架中心理学、精神分析学
的价值则逐渐凸显，比如巴赞的伯格森直觉主义和
存在主义的结合，克拉考尔的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学
的融合等，让电影语言成为电影与观众建立连接、
对观众心理进行辨认的符号工具，在技术—心理的
双向维度和语言的中介作用下，电影精神分析学的
出现成为可能。

1965—1980年理论高峰时期呈现出某种内在的
承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促使原创性的理论理
念不断涌现，电影符号学、电影叙事学、电影精神分
析学等提供了新的电影研究工具方法，封闭性的理
论形态被打破，语言学、心理学、意识形态理论、女性
主义理论等彼此结合，产生了各种跨越学科的宏大
理论。1980年至今，电影理论研究走向了多元化形
态，多种理论范式并存，其中，前十年主要以文化研
究作为范式，1997年后理论崛起，并与宏大理论形成
对峙格局延续至今，电影技术哲学等方面的前沿理
论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在当下成为显学之
一。在此过程中，电影精神分析学面临着延续完善
和批评发展，逐渐成为独立且具有辐射性的电影理
论，彰显其理论价值和影响力。

（二）电影第二符号学的当下价值
电影及其与观众关系的发展，反映了当下普遍

的社会逻辑、意识形态，“从历史的角度看，观众已经
取代现实成为基本的参照点”［1］，观众的媒介准则和
价值观在当下电影生产实践中成为一种先验的标
准。结合历史发展的方向，纳入信息科技和新媒体
平台的发展与现实，在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下，重新审

新媒体视域下的电影观众辨析
——以电影第二符号学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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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媒体语境现实审视当下电影观众，纳入电影第二符号学的方法论，既是观

众主体研究相关传统理论的拓展，也是对观众心灵场域的重新探寻。在当下电影社会实践

中，观众主体从空洞的灭点转向能指的消费，以“不相信”的先验性和假性认同持续剥夺电

影权力，能指的过度消费使欲望呈现“科技性”荒谬，媒介催化窥视癖的超我自恋和快感。

而客体凝视的驯化和主体凝视的迁移，确定了观众主体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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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电影观众，是当下电影第二符号学完善体系、探讨
主体、想象社会的必要路径。

二、欲望实践：新媒体语境下的电影观众

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使电影作为信息的一
部分而存在于整个网络结构中，使观众主体从旧电
影“影像—知觉”的模式变为“信息—行为”模式，从
单一聚合到分层集群，主体的构成、认知动机和行动
路径都发生了变化。从凝视到浏览、从视觉到动觉，
文本与实践从平行并置到组合体验、从内循环到外
循环……在大众文化与影像消费的语境中，媒介赋
权使以新媒体技术交互为标准，以电影生产、消费及
与电影观众的关系为内核，电影可分为大银幕时期
和新媒体时期的电影社会实践，即“旧电影”和“新电
影”［2］。

（一）能指的消费
旧电影借助拉康镜像理论完成了其精神分析的

基本模型，对于造梦过程的掩饰以及对主体的塑造，
两者所指一致、互为因果。摄影机的凝视，确定了观
众的存在，同时观众作为主体，被限制在“灭点”这个
空洞的位置，目光游移地出现在影片中，完成幻想式
的关注。由于旧电影是“纯影像”（不存在影像内外
的交互），又作为“较高程度的想象”，不允许同观众
直接接触，观众的一致性修复被剥夺，在不可抵达的
自我认同中成为柏拉图所谓的“光的囚徒”。

在新媒体时期，网页浏览器窗口、视频播放器等
逐渐取代了电影银幕，成为电影播映最多的场域，电
影的空间幻觉机制转向围绕观众主体的知觉和动觉
的技术幻觉机制，搭建并缩短知觉与动觉之间的反
射弧及路径。技术成本的降低、生活场景的渗透以
及新媒体塑造的观众日常交互习惯等，强化了工具
手段的客观“无意识”语境。电影成为一种“介入”
式、流动性的互文本游戏，具有复制品去魅、观映流
程打破、文本空间延伸等特征，电影文本的完整自足
性被打破，视觉与动觉的融合成为新电影的技术指
标。能指并不致力于遮住自身的情节痕迹，反而坦
白和强调其编码或译码的过程。

同时，新电影打破了源自原始场景的路线，在
“电影投射到屏幕（第一条路径）—折射到观众视网
膜（第二条路径）——观众的知觉、动觉对电影本体
的折射（第三条路径）”中完成了两次折射。作为经
历两次折射的能动性主体，观众不再是被动的传播
受体，而以巨大的体量消费电影的能指，通过目光的
两次投射（即第二条路径和第三条路径），对电影生

成先在的抑制与规导，使电影文本完成叙说和指
认。在文本之外，观众不仅有对新电影外部运动（包
括电影的投资回报、物质产品、分众传播、轮回播映
等）的认知满足，而且在实现对“时尚（即便是定期过
时的‘时尚’）、新鲜以及令同龄人羡慕的偶像或符
号”［3］的消费满足，他们通过对能指的介入、交互和消
费，试图穿越想象界、象征界，抵达实在界的自我之
旅。电影成为与观众影像的等价物，镜子容纳了主
体以及所有被感知对象。观众既处于镜子之中，对
影像中的自我进行判断和认知，又站在镜子之前，通
过对镜子能动性改写或涂鸦的游戏，确定主体的存
在与异化。

（二）“第三个虚构”的直接确证
麦茨提出，“在任何虚构的背后都有第二个虚

构：叙述的故事是虚构出来的，这是第一个虚构；但
是每个人都假装相信它们是真实的，这是第二个虚
构；并且甚至还有第三个虚构：对于在一个人的内心
深处承认它们确实是真实的想法的普遍拒绝”［4］。第
一个虚构使电影本身成为现实的“能指”，第二个虚
构使电影成为“能指的能指”，第三个虚构使电影成
为“能指的游戏”，新电影观众的能动性则确证了第
三个虚构的存在。

与 1895年在观看《火车进站》中惊慌失措的观
众不同，新电影观众能够清晰辨认影像与现实的边
界：一方面，他们可以主动践行第二个虚构，以便进
入电影情境，在幻觉中完成对匮乏的短暂填充，同
时通过自身的在场使电影机器完成叙事、传播等；
另一方面，观众确认了“第三个虚构”，即对“电影确
实是真实的想法”进行直接否认。这是源于：首先，
观映场域始终开放，时空移动式的观映、平台可控
式的点播、交互内容的加入等造成观众“意识”时刻
在场。其次，电影之“谜”（或“梦”）已被破解，成为
百科型、链接式、富文本的开放性存在。再次，电影
互文本的过度开发和应用，网文、游戏、留言评介等
交互机制使电影文本充满被填补和改写的缝隙，其
完整性、真实性变得含混模糊。最后，观众可以有
意识地间离在文本之外，面对俄狄浦斯的阉割焦
虑，观众可以通过多文本写作、富文本形态等，消解
电影的单一话语结构的权威性，更为直接和显著的
对抗来防御焦虑或试图遗忘阉割。但同时，观众可
以通过与电影的短时认同、部分认同、表象认同，从
符号、精神层面审查其象征秩序的合理性、精神摹
写的准确性等。

（三）当下时态的“不相信”
电影要求观众相信过去时态，即当光投射在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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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上，进行折射前的所有“已存在”，这意味着对当下
的无视、遮盖，沉浸于木乃伊情结，譬如经典好莱坞
时期电影。观众对过去时态的迷恋，对镜像的服从，
将自我依附于能指之上，并通过眼睛和耳朵（视觉+
听觉）进行验证，在密闭的物理空间和沉默的螺旋中
进一步加剧群体崇拜和集体无意识。

新媒体时期对电影的不相信，是人类对“很久
以前的相信”进行否认所造成的，具有另一种先验
性和必然性。电脑科技被广泛应用于新电影创作
中，如电影《蚁人》从现实进入到终极态或《流浪地
球》从人物近景拉到宇宙大远景等，电影通过无限
靠近或远离，欲望的兴奋确定了上升方向，但同时
形态无限放大，无法满足也被确定，导致欲望的张
力消失，延宕不存，单一维度的欲望由此陷入真
空。而免费资源的观映和泛滥的影片互文本，也一
方面满足了欲望（欲望同时指向匮乏），另一方面又
因这满足而消解了欲望——欲望因满足的便捷性、
随意性、可控性、泛滥性而得以消解。媒介赋权也
加剧了观众不相信的机制。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
让每一个观众都可以随时随地成为电影评论者、研
究者。当反馈作为目标，对电影的防御和警醒便一
直存在，当下性一直存在，观众对“电影的相信”已
转向对“相信的破除”。

（四）欲望的“科技性”荒谬
无论是外部机器还是内部机器的作用，所有的

观众与电影建立连接都是为了获得愉悦，力比多经
济（电影的愉悦及其历史地形成的方式）同电影经济
的一致性（在电影市场研究中作为“观影动机”等术
语表达），在过去、现在都是一致存在的。

电影主动放弃了其在技术科学生产与意识形态
生产的交叉点上所占据的特权地位，观众在多层欲
望的裹挟和实践中，在多段路径的接力中，远离了传
统观看的“座位”，祛除了对电影的“神性”崇拜，打破
了线性观映的推进和蛊惑，在散点、透视、开放、多线
的观映中，通过贬抑或物恋，而获得了新的满足感和
快感。

巴赞认为电影技术的发展是一种有目的的进
程。电影作为“物恋装置”，一直尝试“带走”观众，
从而证明是一部“好”电影；而由于技术的自我遮蔽
（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自然光、经典好莱坞的流
畅剪辑），导致观众的物恋对象——“技巧”（能指）
作为一种不在场的力量而存在，菲勒斯（所指）作为
支撑物而存在。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时代，由于对观
众真实在场的真实需要，新电影为“科技性”赋予了
某种正义之名，“科技性”亦成为欲望的代名词，直

接宣告了电影自身的消逝：3D应用模糊了凝视与物
恋对象的界线，遮蔽了凝视主体独立于镜像外的存
在；反馈互动平台将电影作为路径工具，支撑物（如
投资营销）存在于电影文本、观众和路径之外。欲
望因“科技性”而让渡出自己的位置，欲望的消解便
显得更加荒谬。新媒体的“科技性”，使电影也从暴
露癖，重新回归到杂耍。［5］场域上，电影最早在咖啡
馆、马戏团等场所播放；技术上，每秒16格让电影角
色像小丑一样滑稽；内容上，梅里埃的魔术表演和
麦克·塞纳特的扔蛋糕都是彰显外部动作的杂耍奇
观。而新电影的杂耍，不仅包含电影的技术演练、观
众的互文本游戏等，还包含电影对电影母题、观众主
体和交互空间的兼容，以及电影和观众在新型场域
和不同阶段的角力。

（五）媒介催化的自恋适应
旧电影为观众准备了一个将要占据的视点固定位

置，这个位置不仅仅是好莱坞三镜头法与轴线要确定
的位置，也是整部电影结构的关键所在。文本呼唤并
缝合观众，观众主体被能指所塑造，自我认同失败，超
我失去地位和身份。

而新电影的所指在某种意义上即是观众，其铭
文和显现都有观众的意识存在，观众并不是阿尔都
塞所谓的“一个俯首称臣的人”。观众在新电影中始
终在场，因此与“客体”的认同也十分艰难：当观众看
到“自己”出现在电影中（如社会热点映射、粉丝对剧
情要求），参与被感知物时，感知（知觉）变得无法独
立存在，而只能进一步导向外在“行为”，即“我参与
一切”。网络技术的交互装置进一步催化了这种自
恋，观众不但可以对镜像进行指认，并可以利用镜像
来试探和观察自己行为和行为带来的结果，以及它
们是如何被呈现出来的。新电影是一面全新的镜
子，不仅反映了观众的镜像，而且反映甚至放大了观
众的行为活动。这种与以往不同的新型自恋，不是
来自观众被动的沉思，而是观众的主导行动，以及被
媒介放大的行动投影。

首先，媒介文化的交互性激发了观众的自我效
能，试图创造“媒介超我”的最高理想，这成为观众的
重要心理支撑与财富。

其次，观众利好或立场得以实现，分化的观众圈
层在彼此分层博弈（如粉丝对电影咖位之争议），或
与媒介文化、电影机器之间的斗争（如抗议流量明星
的使用）等，本我释放和自我彰显的通俗，得以实现
超我的自恋。

最后，技术与艺术的交叉融合为观众带来不同
类型的快乐。尤其是VR电影或高帧频电影（如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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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比特·林恩的中场战事》），既满足了观众技术
美学的视听体验，更满足了以观众视点和身体为中
心位、主体沉浸体验的本我享受，满足了观众的快乐
原则。

对于自恋践行能力和水平不等的不同个体来
说不总是顺利和成功的。当“本我被电影的叙事
世界不充分地滋养时，它可能出现于本我层面”［6］，
或本我满足过于强烈（如某些网络大电影的感官
刺激），或电影沉闷、趣味低下或不够真实等状况
下，自我的防御或反抗则会出现，进而导致超我可
能被阻挠或抑制，本我则借助交互技术功能进一
步彰显。

（六）客体的驯化与主体的客体化
新电影的观众在语言与知觉的基础上附加行动

与动觉。由于观众弹幕可以获得点赞，粉丝文化话
题会得到同圈层的订制推送与互动等，在交互技术、
密度美学、社群文化的合力下，使观众进一步自我迷
恋和自我“物化”。媒介是人的延伸，“我”即媒介，这
个“我”，非自然属性、家庭属性的“我”，是因拥有粉
丝身份、匿名网民身份或意见领袖身份等，被赋予了
发言权、决断权。新电影与观众的关系试图重塑、彼
此角力，并逐渐复杂，从媒介传播、消费意识、大众文
化等多角度重新考量也成为必然。

技术性进化的新电影，对观众的多个层面作用
实现在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上。在信息技术和新媒
体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型观众，表现出新的技术消
费特征。而不同类型电影对技术的诉求以及网络交
互的程度不同，这使得观众对于不同类型的电影，具
有不同的技术期待。

新电影利用技术优势，让观众无时无刻不注意
到媒介的存在，电影成为观众面对世界的一种方法
论。当观众通过技术交互将电影作为方法论的同
时，也在使自己客体化、对象化，如马克思所说，“一
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
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
自身”。［7］

作为主体的观众的自由始终需要被管制在“介
入”和交互的技术规训下，如新电影对观众提出的新
的认知要求和行为参与模式。一方面，新电影面临
着异质化的观众，文本建构的观众和实际的观众有
所差异。为尽可能覆盖和满足所有观众的需求，新
电影尽可能提供越来越敏感的刺激情境，结果导致
观众滋长了审美惰性和钝化了审美感应力，最终导
致观众与电影关系的非人格化。

另一方面，在不同场域和技术环境中，观众则

面对着不同技术意识形态的规导或限制。观众表
达身份的逻辑来自于网络的预定义身份或菜单。
观众的自我变为网络符码以及网络符码的译码，交
互行为使得主体进一步心理外化或客体化，并进行
固化、重复。

电影在当下媒介拟态环境和与观众的直接交
互中，其地位已然退化。电影把观众当作某种对应
物，并被观众的凝视所驯化，将某种互动的前意识
增补进其文本运作中,使得意义异延的可能性不断
降低。

三、结语

新媒体语境下的电影观众接受技术意识形态和
功能议题设置，同时受到社群文化（包括电影知识合
作生产、制作圈层文本等）的裹挟，观众的主体表现，
始终处于与主体分裂、被议程规训的状态，被欲望驱
动，以及欲望被压制、延宕。电影所制造及试图满足
的欲望，并不能在电影之外的媒介上具象化或得到
释放。电影的目光不再凝视观众，也不专注于获取
观众的凝视。新媒体的惯常叙事、形式快感和参照
交互，消除了匮乏，使得观众的影像欲望成为“欲望
的欲望”，多次折射使欲望失真，快感成为空洞的能
指。观众在成为电影的“所指”的同时，也成为“能指
的能指”。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媒体

时代基于电影第二符号学的受众研究”（2021BYS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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